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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

在脆弱性依赖，并遭遇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双边关系中出现零和博弈占据主导的竞争

走势。在这一阶段，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领导权的竞争上，中国的主要困境是

面临美国设置的、旨在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物质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因此中

国在选择应对策略时，首先要避免误判形势，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

实现经济崛起，需要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

其次要警惕在美国的压力下，以阻碍甚至逆转自身经济崛起进程为代价去化解中美之

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 最后还要避免过早追求建立平行的替代性体系，将中美竞争

完全推向零和博弈。因此，现阶段的“一带一路”应该主要是立足中国国内的长期发

展倡议，目标是服务于维持中国经济崛起所需的外部条件，降低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

系的脆弱性依赖，在周边打造更加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为中国的持续增长提

供对冲方案。“一带一路”在现阶段不应谋求替代既有经济秩序、建立与之分庭抗礼的

平行体系，而应立足于未雨绸缪，对冲“脱钩”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潜在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投放应围绕这一长期发展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限度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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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学界和政

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属性和目标等根本问题的定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模糊。在

这些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在根本问题上给出更加

明确的答案，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立足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终极诉求，深入分析了影响世界格局和中国崛起的主要外部环境，

特别是处于经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与守成国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缓解

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困境出发来研究“一带一路”。这种方法有助于走出学科和部门

间的偏见与分歧，对“一带一路”的根本属性和目标做出比较客观、审慎的判断。

一 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核心问题即其属性和目标上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和

定论。“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是战略部署? 是经济目标至上还是政治目标

优先? 主要是经济手段辅助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非经济手段服务经济利益诉求? 不同

层次的利益诉求之间如何排序和相互定价? 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不同学科领域和政策部门对上述问题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诠释。在理论层面，现有关于

“一带一路”的研究涵盖了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其中相关度最高、讨论最

密切的是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很难就

“一带一路”倡议的属性和目标形成共识。在政策实践层面，不同的政策执行部门受各自业

务范围及其思维惯性的影响，也会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定位各自做出解读，并在不同

解读的基础上多方推进。如果不能在学理和政策上将这些问题清晰化，那么未来“一带

一路”的发展方向不但可能偏离顶层设计的初衷，而且在推进过程中还难以形成合力。

不同部门在各自实践中可能相互掣肘，以致使得“一带一路”的实施效力彼此抵消。

经济学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多涉及微观层次的议题，通常先验地将“一带一

路”理解为纯粹的经济问题，将其视为服务中国对外贸易、金融、投资和产业合作，辅

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赚取海外利润的政策工具。这些研究或就产业、贸易、金融、技

术、能源等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①或侧重中国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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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①探究的多为“一带一路”的“冰山一角”。

国际关系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相对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议题。这些研究主要

将“一带一路”视为服务中国外交布局和战略实施的政策平台。其内容或侧重某一宏

观问题领域，如全球和区域治理、国际安全、对外援助、国际组织，②或从特定国家和地

区的视角切入，③或站在宏观战略和外交顶层设计的高度展开。④ 相比经济学的相关

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视角更具全局高度。

总体看，两大学科在诠释和研究“一带一路”时，大多围绕本学科领域的关注点展

开，基本不在一个层面讨论问题，更多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以致“一带一路”研究

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态。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常常忽视了“一带一路”作为顶层设

计的全局性，而纯粹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过于突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必要性和远景

规划，对中国在特定阶段推进“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和成本分析关注不足。“一带一

路”建设在现实中必然涉及经济诉求和外交、战略等非经济利益之间的互动，需要打

通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两者进行综合、平衡的考虑。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一些跨

学科的政策讨论中，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一带一路”的经济和战略目标及

策略时，经常将两者间关系看作彼此对立甚至相互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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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规划“一带一路”的推进并非单一领域和视角所能胜任，因此学理上对“一

带一路”的研究也应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打通视角间的局限。近年来，经济学和国际

关系领域也有不少从宏观经济战略视角深入分析“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内容既涉

猎“一带一路”在战略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的跨领域经济议题，比如全球和地区生产

网络、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综合衡量指标，①同时也触及依托“一

带一路”实践的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等全局性的经济战略思考②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交叉学科研究。③ 这些研究体现了学术界在“一带一路”研究中的综合性跨学科视

角，为不同学科和政策领域间的相互借鉴和协调提供了启发性思考。

“一带一路”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中国未来

相当长时间内的重大国策。它首先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综合性、跨领域的顶层

设计，其远景是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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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性》，载《国际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35—48 页; 孙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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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宏伟构想。作为长期国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相

互配合，中央、地方、企业、社会多层互动的全局规划。唯有如此，“一带一路”才能承

担起党中央赋予它的特殊使命。然而，实现宏大的远景目标需要“一带一路”分阶

段、有步骤地展开和推进，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策略选择亦

不尽相同。

“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应运而生，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转

型的创新模式。它的阶段属性和目标的确定也要建立在上述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

之中。因此，要想明晰“一带一路”的属性和目标，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崛起到底正处

在什么阶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是何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

情景、策略选项以及总体趋势又是什么。本文将“一带一路”建设置于中国经济崛

起的时代大背景下，从战略与经济的综合视角切入，讨论当下正身处美国及其主导

的国际体系所设计的发展困境中的中国应当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主

要目标、如何围绕这些目标选择经济崛起策略、如何确定“一带一路”政策实施的限

度和重点所在、如何发挥其在中期内对冲中国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

脆弱性依赖，并尝试就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长期支撑中国周边秩序的支柱提出政

策思考。

二 崛起阶段和体系关系

自 2013 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

五年多的时间里，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走势进一步明朗。在当前时点讨论“一带一

路”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关系、评估“一带一路”的功能与成效，首先需要回答

两个根本问题，即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服务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带一

路”倡议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又是什么。

( 一) 中国处于崛起起步阶段

按照标准 GDP 计算，中国如今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 63%。① 但

是，经济总量本身并不能单独作为判断大国崛起阶段的依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德国的经济规模几近追平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美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其工业产

值就已经超过英国居世界头号工业国地位，在 20 世纪初其经济总量更是达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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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参见世界银行，https: / /data．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NY．GDP．MKTP．CD? locations = CN＆name_
desc= false＆view=chart，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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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两倍。① 在当时，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英德冲突和权力转移进程已经箭在弦上，美

国则可以继续在既有国际体系中“韬光养晦”。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是经济总量

达到过美国的 50%—60%，③当时的苏联和日本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苏联已

经成为世界两极格局中的一极，而日本则受制于美国，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即被

美国阻断步伐。所以，经济规模只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指标之一，还必须结合其他更

重要的因素才能判断大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且以此为基础确定其对外政策的重点

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

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苏联在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鼎盛时期，拥有以华沙条约组

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为支柱的、独立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体系，与美国主导的体系

分庭抗礼。相比而言，目前中国对世界核心地区和国际政治核心事务的介入和博弈能

力较弱。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特别是领导权竞争还没

有提上日程。领导权竞争的传统核心领域是军事安全和联盟体系，根据在这一领域的

实力和运用实力的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甚至大于俄美之间的差距。俄罗斯是当今世

界唯一能与美国保证相互摧毁的超级核军事大国，其在中亚和中东拥有军事基地，在

中亚、中东和欧洲都拥有准盟国，在独联体地区建立了地区军事同盟体系———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俄罗斯是欧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权力的“心脏地带”的“超级玩家”，具

有强大的博弈能力。相比而言，中国外交奉行不结盟政策，因此在安全上追随中国的

国家寥寥无几。多年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也使得中国对于国际和地区的核心政

治议题介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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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讷著，彭松建等译: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13 页，第 32 页; 相关数据对比参见 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ume 2，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 OECD，2007，pp．426－427，p．465。

参见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3 期，第 1—43 页。
苏联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鼎盛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于数据统计并未完整地对外公开且统计

口径和西方国家不同，当时苏联的经济数据只能结合不同版本的数据估算。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 GDP 大约为美国的 50%; 而根据苏联统计局的数据，当时苏联的经济总量大约为美国的 70%，1975
年达到最高值 78%。折中而言，苏联在经济鼎盛期其 GDP 大概为美国的 60%。参见《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

小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 1949—1978》，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 页; “National Accounts-Analysis
of Main Aggregates ( AMA) ，”https: / /unstats．un． org /unsd /snaama / Index，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31 日。通常认

为，日本经济的鼎盛期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即《广场协议》签署前后。根据 IMF 的经济数据，日本经济总量最

接近美国时为 1995 年，其 GDP 为美国 GDP 的 71%。但在 1985 年《广场协议》签署后的 10 年间，日元被强迫持续

升值，日本的经济规模被严重高估。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广场协议》签署前，尽管 IMF 数据显示日本 GDP 仅

约为美国 GDP 的 40%，但彼时日本的经济规模实际上被显著低估。综合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的实际

经济规模为美国的 50%以上才是较为合理的估算。



综上所述，中国的崛起还没有进入权力转移阶段，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侧重经济

领域。中国的现有经济实力和所处阶段更加类似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两国都没

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对美国的高端产业具有不对称的脆弱性

依赖。与此同时，两国又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内实现经济崛起，通过经济

而非军事安全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优势追赶美国。

( 二) 经济潜力是中美竞争的核心

作为一个依赖守成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试图在该体系内实现经济追赶的崛起国，

中国对自身与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的正确判断将十分关键，这种判断是制定有效崛起

策略的前提。在实践中，中国外交通常将维持与守成国美国的稳定关系置于最重要的

地位。为此，中国的官方外交表述通常会回避中美关系中的主导性问题。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这一概念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① 这一定性侧面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但同时也表达了

中国与美国建立以合作为主导的良性关系的希望。现实中，中美之间的主导性关系是

竞争还是合作是中美互动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明确判断中美关

系的主导性质和走向，就难以在策略上确定中美互动过程中的国家利益排序。此外，

合作关系的构建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不能由中国单方面的美好意愿决定。中国需要

明确理解美国看待中美关系本质的方式，才能有效评估未来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

系合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对于中美关系的定性，特朗普政府给出了十分确定的回答。2017 年 12 月 18 日，

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从国家安全战略层

面解读了中美经贸关系，明确将中国称为美国的“竞争者”。② 在随后 2018 年的首份

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将中国直接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

手’”。③ 此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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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官方解释始见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与奥巴马的会谈，2015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

问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再次对此进行强调，参见《习近平: 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

则落到实处》，http: / /world．huanqiu．com /article /2014－11 /5200222．html，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19 日; 《习近平接

受〈华尔街日报〉采访》，http: / /www．xinhuanet．com /world /2015－09 /22 /c_1116642032．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19 日。这一表述另可见于外交部、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参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载《光明

日报》，2013 年 9 月 22 日;《外交部: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大国正确相处之道》，http: / /
www．xinhuanet．com /2017－03 /22 /c_1120676126．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1 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https: / /www．whitehouse．gov /wp－content /uploads /2017 /12 /
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1 日。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ttps: / /www．whitehouse． gov /briefings－state-
ments /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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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主流话语和政策实践在看待

双边关系的主导性质上存在分歧。在奥巴马时期，尽管美国政府在公开的官方措辞中

并未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政策推进和战略资源的

部署投放都表明，美国已经在事实上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领域的主要竞争

对手。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两党和政策精英在压制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更是进一步

形成共识，这体现在经济、安全、政治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实践之中。

美国认定中美两国的主导关系是竞争。那么在其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

呢? 对于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核心竞争领域，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是国际领导权，自由

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是对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在

内的国际规范的塑造权。归根到底，后两者仍可视为国际领导权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

式。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许最终会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更

迭上，但当下中国和美国在该领域尚未形成现实的竞争关系。如前文所述，特别是在

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国还远非美国领导权的竞争者。美国现在的主要担忧不是中

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能够威胁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军事联盟或战略伙伴体系。

在美方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是潜在的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中国让美国倍

感威胁和压力的是前者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世界权力发生转移之前，通常的必经阶段

是大国之间围绕经济地位的角逐，而经济实力则是国际领导权竞争的物质基础。当

前，美国并未实质性地感受到中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威胁和压力，但是却担心随着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积累和赶超，其未来会具备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威胁和

挑战美国的物质能力。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保守化趋势被国内一些学者解读为美国正在放弃国际领导权，

甚至开始畅想美国未来会基于互利互惠而接受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者在美国主导

的国际体系内接受“中美共治”的大国合作模式。在此，我们需要对美国的国际领导

权分解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这主要体现在

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其中包括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 第二层次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

主导权，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其中包括美国在各类多边组织中的领

导地位; 第三层次是居于意识形态上的道义制高点，这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

充当的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角色。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化主张意味着: 美国毫无疑

问仍要当世界上最强大、尽可能“占别国便宜”的超级大国，但同时需要审慎和有条件

地扮演“世界警察”和“自由世界领袖”和角色。

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正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面对自身社会对所谓“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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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触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冲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部分美国保守派确实认为继续扛着

意识形态的道义大旗改造世界得不偿失，因此他们对保持第三层次的领导权兴致索

然。与此同时，对于第二层次的主导权，美国出于“减负”的考虑也正在丧失领导意愿

和能力。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就已经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特

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这尤其体现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全球

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气候治理等问题上。

对美国而言，维持在全球治理和普世价值观层次上的世界领袖地位的意愿和能力

正在同时下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放弃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更何

况，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分配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成

为国际领导权的有效竞争者。相较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全球治理特

别是经济治理领域中的权力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①

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保守化趋势本质上是试图将权力和责任分离，一方面推卸在全球

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另一方面继续掌控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美国目

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联盟的态度看似消极，但其目的主要是对盟国提高要

价，让它们向美国交纳更多垄断性“保护费”。而且，美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观领域的

领导权的弱化趋势也并不意味着其会坐视中国“填补真空”。②

三 崛起压力和策略选择

美国已将中国确定为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美两国实力

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判断中国在崛起的现

阶段面临的压力来源，进而明确应采取何种有效策略来缓解这一体系压力，合理防范

因形势误判和策略不当而导致的政策风险。

( 一) 中国崛起首先面临“经济压力陷阱”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到美国压制，是因为两国

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国不能成功地令美国相信自己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

序。中美因彼此“战略互疑”而相互猜忌与冲突，因此两国应当更好地通过沟通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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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学通:《特朗普执政对中国崛起的影响》，http: / /news．sina．com．cn /w /2017－01－05 /doc－ifxzkfuh5443465．
shtml，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4 日。

参见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4—25 页。



2019 年第 4 期

话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建设性的大国关系。①

在上述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反复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意挑战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领导者地位，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经常因忌惮美国的战略猜

疑而高度克制。然而，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未能消除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威胁认

知。中美关系发展的瓶颈之所以无法通过增进战略互信来突破，是因为中美两国关系

的症结主要不是因为误判了对方动机，而是由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致。中美的结

构矛盾是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趋势和美国基于对该趋势的悲观预期所做出的回

应。美国的回应并非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而是根据中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

和中国的潜在能力进行预防性打压，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向美国证明自己在主观动机上

无意挑战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尝试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和对美让步的做法

没能转变美国制华政策的大方向。中国必然会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无论

中国试图与美国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一实质都不会改变。

当前阶段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表现为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而是体现在争夺未

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因此美国及其主导体系施加的压力首先体现在经济领

域。虽然美国在一些领域主动弱化了国际领导地位，但不会坐视中国逐渐具备填补

“领导真空”或者与美国共享这一地位的客观物质能力。在霸主国和崛起国的互动

中，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更多关注安全领域的权力竞争，关于“崛起困境”的研究

也主要围绕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展开，其认为崛起国面临的

主要压力来自安全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②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不仅是近

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话题，也影响了中国的对美外交实践。关于“修昔底德陷

阱”的评论进入了中国的官方外交话语，中国官方媒体也多次策划和组织国内学者和

外交界人士进行专题讨论，为中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出应对之策。③ 然而，中国

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忽视了一个现实: 中国在当前阶段身处的主要困境并非步入大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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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 解析与应对》，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A． F． K． 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8;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

其战略》，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王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 年年会上表示:“在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兴大国与既

有大国的利益已深度交融，如果发生冲突，只能是双输。因此中美关系不会走入‘修昔底德陷阱’。”参见，http: / /
language．chinadaily．com．cn /2017－03 /21 /content_28626784．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7 日。2016 年 4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围绕正确认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主题整版刊登了一组文章; 2016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报》再次整

版刊登系列文章，着重讨论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2017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又一次整版刊发关于如何

破除“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组文章。详见《人民日报》2016 年 4 月 17 日第 5 版、2016 年 5 月 8 日第 5 版和 2017 年

12 月 10 日第 5 版。



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和对华体系压力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

非军事安全领域。

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缓解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时，中国似乎过度

关注了如何避免德国和苏联曾经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对忽视了崛起压力还包

括在经济上追赶霸主国时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而且后者往往发生在“修昔底

德陷阱”之前。中国经济的对美追赶进程决定了中国未来能否获得国际领导权的要

件。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积累趋势，意图使中国丧

失竞争国际领导权的资格。

中国在面对“经济压力陷阱”、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互动时，中美两国对于

双边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上同样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的主流观点

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主要扮演着两国政治关系“压舱石”的重要角色，①倾

向于继续加深两国经济上的捆绑。而美国决策层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代表的保守势力

则认为，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体现。中国寄望于双方在经

济领域的密切联系能够稳定和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相信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美苏之间

以对抗为主的竞争关系，认为中美关系本质上合作多于竞争。其理由是美国实施遏制

苏联的“冷战”政策的前提是美苏之间的经济往来遭到人为隔断，而中美两国却互为

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然而必须认识到，经济相互依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压舱石”

作用是有限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

阱”、触发大国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中美之间的大国核平衡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上

的作用要比经济相互依赖更为显著) ，但中美间密切的经贸往来无法缓解中国崛起所

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更不可能逆转中美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势。在美国决策者看

来，中美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中美经济

关系越紧密，两国贸易失衡状态就越发凸显，随着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步伐进一步加

快，中美结构性矛盾最终会越发突出。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再三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施

压，甚至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美贸易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根本原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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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压舱石”的官方表述，参见《习近平访美前瞻: 以经贸压舱石巩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http: / /news．
cri．cn /gb /42071 /2015 /09 /17 /8211s5106202．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7 日;《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

压舱石———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详解中美经济领域合作成果》，http: / /www．xinhuanet．com /mrdx /2017－11 /11 /c_
136744008．htm，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8 日;《中外人士: 经济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压舱石”》，http: / /news．163．
com /17 /0318 /21 /CFＲDＲ71T000187V5．html，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8 日。

参见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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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国经济竞争的策略选择模式

面对美国制造的、旨在预防性地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压力陷阱”，中国

有可能面临误判形势带来的政策风险，处理不好还有可能导致中国财富持续积累的势

头遭到逆转、中国的崛起进程受到影响。

考察近代以来大国经济竞争中相对弱势一方，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德国和美

国、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和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日本以及当下的中国，它们的经济

总量和影响力在赶超或反超守成国的过程中都对后者形成了压力，产生了竞争关系。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与守成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不同关系，在崛起起步阶段处于不

同的外部环境，它们实现经济崛起的压力和难度也有很大差别。本文提炼了两个指

标: 一是对竞争对手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这一指标考察的是经济

崛起国对竞争大国的经济体系不对称依赖的脆弱程度，①而非两者之间经济联系的密

切度; 二是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是否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根据这两项指标，理论

上会出现四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图 1 矩阵中的每一种情形都不是静态的，存在互

相转变的动态可能性。

第一种情形: 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并且在经

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就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和当下中国的就

大致属于这一处境。中日两国都没有形成自己主导的经济体系，而且在美国主导的经

济体系中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端产业具有依赖性。两国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

系内经济规模接近或超过美国的一半时，就开始遭遇美国的打压。相对其他三种情

形，该情形下对大国经济崛起的压力最大。

第二种情形: 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但是在经济

崛起的起步阶段没有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这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理想化情形，在现实

的大国博弈中几乎不可能稳定地自然实现。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国天然地倾向对高度依

赖自身体系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大国采取预防性打压政策，同时由于对手对该经济体

系的脆弱性依赖，这种预防性打压往往比打击拥有平行体系的竞争大国更有成效。

第三种情形: 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在经济崛

起的起步阶段就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比较典型的历史案例是 19 世纪末至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德国的主要市场和经济联系都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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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和不对称程度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另一方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大小。按照罗伯

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定义，脆弱性依赖主要是指，在一个行为体做出变化后，另一行为体做出调整、应对这

种变化需要支付多大的成本。其测量的是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

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洲大陆，基本不依赖英国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并且它还在海外尝试建立自身的经济

殖民体系( 这一努力由于战争失败而告终) 。苏联则一度凭借以经互会和华约为基础

的平行体系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分庭抗礼。这种情形下，竞争大国和国际体系之间

的冲突最为强烈。

第四种情形: 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而且

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没有遭遇竞争对手打压。这种情形下，竞争大国的崛起压

力最小，成功崛起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就是

典型案例。美国当时在美洲大陆拥有较为完整的生产和销售市场。尽管与当时

的霸主英国贸易往来密切，但双方属于对等依赖的关系，美国在整个生产环节中

并没有对英国形成脆弱的不对称依赖。美国在 19 世纪末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

体，这一进程没有受到英国的强烈干扰。美英两国的权力转移正是这一情形中实

现的。

图 1 大国经济竞争与崛起形势矩阵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实现崛起，

遭遇了美国的打压，双方形成零和博弈占据主导的竞争关系，而且零和博弈愈演愈烈

的趋势很难避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被“甩出”美国经济体系的风险。对此，中国

该如何应对? 我们需要在上述框架下思考中国在当前阶段缓解崛起压力的策略选择，

避免因误判形势或策略不当而导致崛起进程逆转。

第一，中国要正确判断自身崛起时的情形，避免误判形势、认为自己拥有美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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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选项，进而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财富的继续积累孤注一掷地寄托于美国的经济体

系，缺少未来可能会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这种误判导致

中国学界过去几年对中美关系过度乐观，特别是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抱

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在上述第四种情形中，美国通过韬光养晦的策略，有效化解了崛

起压力。但美国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跨过了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而且在这一跨越过

程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都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打压和排斥。与此同时，当时即使离

开英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美国在周边和美洲大陆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身处第一种情

形的中国不具备美国崛起的条件，仅仅被动地与美国拖延和消耗不可能实现自身经济

崛起。

第二，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覆辙。日本的经济崛起属于第一种情

形，当时它面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在遭遇竞争大国的经济打压

时，日本改变不了对美国体系的高度脆弱性依赖，希望通过妥协化解与竞争大国在经

济领域的冲突，因此日本努力转向第二种情形。但日本的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最终结

果是经济崛起进程遭到阻断。日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签署了《广场协

议》，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更是在美国的逼迫和压力下在经济领域节节退让。日元被迫

持续升值，国内制造业遭受重挫后流向资本市场，而在短期内对华尔街的全面开放资

本市场又导致了国内资本泡沫的迅速破灭。这一时期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发生逆

转的关键节点。其中，外部压力并非唯一因素，日本政府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在遭遇

“经济滑铁卢”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最终结果是日本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

增长停滞。日本的实际经济规模在鼎盛时期达到了美国的 60%以上，但是如今只有

美国的 25%。① 日本实际上选择了以放弃经济崛起为代价，换取继续在美国的体系内

生存和发展。中国需要从日本的策略选择中警醒并认识到，现阶段美国阻碍中国崛起

的首要目标是阻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现手段不一定是借助军事力量，其选择不仅

仅是挑起军事冲突或者发动预防性霸权战争。对美国而言，更有效的选择是利用中国

急于稳定中美关系、担心美国对华全面遏制的心态，诱使中国选择以损伤自身经济发

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经济政策让步。中国尤为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当前所处阶段

的崛起困境比当年的日本更为艰难。日本是在军事和政治上追随美国的盟友，追赶美

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打断之后，其仍然可以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继续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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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 来 自 IMF，参 见 https: / /www． imf． org /external /pubs / ft /weo /2018 /02 /weodata /weorept． aspx? pr． x =
89＆pr．y = 10＆sy = 1985＆ey = 2019＆scsm = 1＆ssd = 1＆sort = country＆ds = ． ＆br = 1＆c = 158% 2C111＆s = NGDPD%
2CPPPGDP＆grp= 0＆a=，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28 日。比例由笔者自行整理。



是，如今的美国精英决策层恰恰认为，自由制度主义者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经

济体系的策略已然失败。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建制派倡导的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 TPP) 为代表的俱乐部式的机制安排，还是特朗普政府热衷的“一对一单挑”式

的零和博弈，都表明美国不再容忍中国在自身的经济体系内继续壮大，而且美国的西

方盟国在这一问题上也与其趋于一致。

第三，尽管身处第一种情形，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有条件和可能性去改变另一个

条件，即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但也会因此面临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

系冲突加剧的政策风险。日本在军事上不能自助，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国内政

治也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难以完全从自身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在经济领域与美国

竞争，因此只能尽力避免与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得不放弃自身

的经济崛起进程。① 和日本相比，中国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均独立自主的大国，可

以完全基于自身战略和利益在经济领域与美国博弈，因此具有当年日本所没有的策略

选项，即改变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这应当是现阶段中国应对崛起压

力的努力方向。与此同时，中国要尽力避免陷入第三种情形，即像曾经的德国和苏联

那样尝试建立一个排他的平行体系，将与经济主导国的竞争变为彻底的零和博弈。现

阶段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与美国体系“脱钩”的风险，而不是去建立

全面替代现有经济秩序并与之分庭抗礼的制度体系。

四 “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

中国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其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实现崛起和赶

超，因此遭遇美国的打压。中美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竞争关系难以避免，中国存在与

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风险。这是我们讨论“一带一路”的目标和推行策略的国际大

背景。如何服务于缓解现阶段的崛起压力、保证经济崛起的持续性，这应当是确定

“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的最主要考虑，这也应当是明确“一带一路”推进限度

和重点的依据。

( 一)“一带一路”的现阶段定位

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 “一带一路”究竟是经济目标至上，还是政治目标优

先? 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还是通过非经济手段满足经济需求? 如何对

不同层次的诉求排序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定价?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还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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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崛起的阶段状况，基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关系。“一带

一路”倡议形成于国际环境的大变局，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大转型，它的阶

段属性和目标也应由这两大变化及其约束条件所决定。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与战略目标的排序和实现策略都有各自鲜明的

时代特征。从 1949 年到冷战结束前，中国的对外经济服务于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世界上的合法性。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国对周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上，其主

要目标是争取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

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处于财富积累阶段，外交的主要功能是促进

引进外资、拓展能源和资源市场。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对外目标、经济与战略的

关系定位都是服从于历史大局，分别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和为中国的经济崛起

进行必要的物质积累起到了重要的时代性作用。

随着中国世界大国的重新定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的

对外目标必然被赋予新的内容。“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层面对企业的政策“保护伞”，

需要继续推动和帮助企业的海外利益拓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崛起的

起步阶段，单纯以企业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扩展日益暴露出缺乏配合国家经济规划的自

觉意识的缺陷，“前经济崛起阶段”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方式在很多时候开始成为

新时期国家长期发展和对外经济布局的障碍。财富在量的层次自发积累的历史阶段

已经基本结束，如今已进入国家在战略层面引导财富可持续积累的新阶段。

从长远看，如果把“一带一路”视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国策，那么它

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有效运用市场和其他经济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构建符

合长期国家利益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过，这是中国跨越经济崛起起步阶

段之后的远景目标。现阶段，中美之间的领导权竞争和全面构建地区与国际秩序还没

有提上日程，“一带一路”也不应定位于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全面竞争。

在当前阶段，作为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国，面对来自美国的

“经济压力陷阱”，中国在崛起时承受着巨大压力，寄希望于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

系内继续韬光养晦、仅仅依靠被动拖延的消耗策略实现经济崛起是不切实际的。中国

要从防御的角度做好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必要准备。对内加快产业升级的推进

力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投入; 对外要通过“一带一路”逐渐调整海外经济

的发展模式。

从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看“一带一路”现阶段的属性和目标，其属性应首先是缓

解中国崛起压力、促进跨越经济崛起起步阶段的长期发展倡议。在此，经济目标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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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不是互相对立、需要取舍的关系，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基于长期经济利益

的考虑，“一带一路”应当服务于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创造持续的环境和条件，其目标首

先是走出美国设计的“经济压力陷阱”，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完成经济

崛起所需要的财富积累进程能够在不再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推进。

该目标的实现途径是通过“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建立一个能够降低中国对美国和其

他西方国家脆弱性依赖的、更为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对冲方案。其实施重心应放在降低作为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之间的中间市场

的脆弱性、提高作为周边国家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地位上。这一摸索过程可能不会一帆

风顺，可能出现暂时的不适，但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高安全性和自主性所必

须经历的过程，符合中国经济崛起的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仅仅以短期经

济利润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的经济绩效。

( 二) 现阶段“一带一路”的推进限度与重点

第一，在范式理念上，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对冲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

风险，而非全面替代现有经济体系、与之分庭抗礼。中国现阶段没有能力复制中国版

的“马歇尔计划”，即通过排他性的经济联盟密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联系，使它们

配合中国的对外战略。而且，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就陷入与美国的领导权竞争也不

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一带一路”的范式理念在现实层面应定位于追求开放、包容

和共生，建立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既有地区组织共存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在组织安排上，“一带一路”需要有效地化解中国经济崛起所面临的阻力，

它不应发展为“大而全”的大多边“面子工程”。尤其值得注意，“一带一路”不应当是

中国引领所谓新型全球化的平台。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意愿的弱化表面上为

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取代美国提供了机会，这也是一些学者试图将“一

带一路”诠释为获得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手段的原因。然而，处于经济崛起起步阶段的

中国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国不具备美国拥有的军事霸权、政治同盟体系和美元

主导地位，在缺少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并不能使中国获得

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同样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欧洲，

当中国主动提出与之合作反制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答

案的原因。事实上，目前试图在全球公共领域“甩包袱”的美国乐见中国担负起全球

治理的责任。在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国际参与和

占据道义高点，而不宜将目标不切实际地定位于“接力”美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导权，

尤其不应为外部世界尤为关注的“一带一路”赋予竞逐全球治理领导权的内容，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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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投入过多资源、过度消耗国力。

“一带一路”的组织模式需要更多侧重双边和次区域层次，而非全球和多边层次。

应以双边为基础构建成熟的次区域合作，而不是尝试引领全球化、继续推动多边一体

化以及通过区域多边机制促进与地区国家关系。事实上，“一带一路”正是在传统一

揽子多边合作因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和印度等竞争性大国的阻碍陷入僵局后的另辟蹊

径。这一创新模式正是为了绕开美日印等大国的干扰因素、对冲“逆全球化”的可能

性、打破现有地区一体化机制的长期胶着状态。正如李向阳所指出，考虑赋予“一带

一路”何种属性时不能只考虑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可行性。考虑到种种约束条

件，“一带一路”在初级阶段就被赋予多边主义属性是缺乏可行性的。① 相比多边组

织，“一带一路”的创新性和灵活性在于可以“以我为主”，有序接纳条件成熟的合作对

象，以点对点突破的渐进方式“连点成面”，最终基于双边关系和成熟的次区域合作形

成“一带一路”整体网络。对于处在崛起压力和大国环伺之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而

言，上述路径是务实、灵活和有效的组织模式。

第三，在内涵限定上，“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发

展倡议，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不能完全以短期利润为导向自发

扩展，其内容上也要有别于一般的发展经贸往来。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基于长期的发

展和战略价值而应当重点投入的地区、国家和项目才应该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下。

如果“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外延被无限泛化、内容含混、层次不清，“一带一路”倡议将

最终变成与世界各国一般性地发展经贸往来。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

也要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有没有“一带一路”，这些经济往来都将继续下去。“一

带一路”概念及其内涵一旦被泛化，将可能偏离其长期目标，不能有的放矢地发挥效力。

第四，在地域扩展的限度上，“一带一路”需要控制扩展冲动，保持适当规模，保证

战略资源的集中投放。坚持开放、包容和共享的原则并不意味“一带一路”建设是无

差别地“四处撒网”。“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处于全面推广阶段，地域

范围不断扩展，制造了很多“散点”，也由此扩大了“一带一路”规模和声势。在下一阶

段，“一带一路”在地域扩展上应适当克制，根据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适度回收、突出

重点，尤其不要继续以高成本去吸引那些并不必要以及存在结构矛盾而无法争取到的

国家参与。在深入推进阶段，“一带一路”的资源投放必须有地域限度，其重点仍应锁

定中国周边地区。西方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固然十分重要，但中国无法单方面把握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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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合作前景，因此不宜将与其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重点。当前阶段，

中国需要逐渐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保

证未来经济崛起进程的安全。因此，把中国的未来利益与美欧发达国家继续深入捆绑

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此外，“一带一路”在美俄两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核心利益地区

追求中国的边缘利益亦为得不偿失之举。

作为中国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依托带，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意义要

大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因此应当将周边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对

象和重点经营地带。大国实力辐射的地缘带往往是其首要关切。对美国来说，它的欧

洲盟友和日本至关重要，这些盟友关系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 对俄罗斯来说，周边的

独联体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俄白哈三边同盟，这是俄罗斯维持地区大国地位的基石。

现阶段，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辐射范围主要是周边地区。在周边优化中国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既是现阶段对冲与美国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也是中国经济持续

发展的必要条件。长期来看，中国只有切实经营好周边地区，才能拥有与美国及其主

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平等合作与博弈的基础。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经常被理解为旨在消化中国的过

剩产能。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发展倡议，中国更应未雨绸缪地对冲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

济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性，同时兼顾周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更多消化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这要求中国有意识地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

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以此获得优化自身经济结构和塑造周边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性。

当前，中国仍主要扮演着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间的中间市场角色。21 世纪以来，中国

与周边地区的贸易额增长迅速，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① 然而，中

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类型更多是进口原料等初级产品，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中间市场环节的角色使得中国不但难以将自身庞大的

市场规模充分转变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而且由于产业链源头的最终消费品订单仍

掌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因此也难以改变与产业链下端市场的关系，导

致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② 长期来看，中国只有作为最终消费品市

场领域在周边地区相对美国占据优势，才能打造相对独立、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降低

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与此同时，也只有掌握周

边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才能更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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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上的份额优势仍十分明显。目前

美日两国共占东亚地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 1 /3，中国的份额则低于 10%。已有研究显

示，对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中国在终端市场提供方面与美国仍然相差

悬殊。2015 年，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41 个国家中，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

高于中国的超过 30 个，中国高于美国的只有 8 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41 个国家

中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大于 10 的只有蒙古国; 而美国在其中 12 个国家的最终消

费品市场提供指数大于 10，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其中在菲

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

数均超过 20，这些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市场。2000 年以来，虽然美国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中国该项指标的提

升也非常缓慢。除了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继续维持在最终消费品提供上相对美国的

优势之外，在 2000—2015 年间，中国只有在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

西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有明显提高。这既是中国近年来有意识经营周边地

区的结果，也可见周边地区仍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和发挥塑造作用的主要可作为

地带。中国对外提供消费品市场的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是美国、西欧国家和日

本，而且中国消费品进口需求在总进口需求中所占比重一直偏低，这是中国为周边国

家提供的最终消费品市场规模始终相对有限的主要原因。① 改变这一现状也是中国

通过“一带一路”优化对外经济结构、降低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依赖的努力

方向。随着国内财富的累积以及购买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在通过“一带一

路”与周边国家加强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为周边国家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

提高东亚生产网络的相对独立性，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同

时借此将经济实力更大程度地转化为地区影响力。

第五，在推进方式上，“一带一路”需要锁定有限目标，正视以经济手段实现非经

济目标的限度。经济手段远不是解决所有中国对外问题的“万金油”，多数政治安全

和外交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安全和外交手段来加以解决，无法单纯依靠经济交换。因

此，“一带一路”本身难以胜任的职责需要其他政治和安全手段予以配合。中国的主

流外交理论与实践倾向于相信经济关系是一切国与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可以以经济关

系为杠杆塑造周边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属

于低政治领域，用低政治手段获取高政治目标存在不小的难度，因此这种经济外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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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周边经营过程中，单独运用经济手段难以

实现中国的外交和战略目标。“一带一路”经济手段的有效运用需要安全和政治手段

为支撑。中国在过去 40 年主要利用外交和政治资源招商引资、获得外部资源，如今是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期，如何灵活利用现有军事、政治和外交等高政治手段去维护

和拓展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提高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确实对外投放了更多的经济资源，造成了

一定的负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体战略资源存在“透支”。与经济领域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非经济领域特别是高政治领域( 军事、安全、外交和政治领域)

投入的战略资源还明显不足，未能有效地将中国的现有实力转化为对他国的政治影响

力和国际地位。① 在安全领域，如何为一些将安全问题作为重要关切的周边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安全保护，如何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海外安全保障，在这些议

题上中国的战略资源投入仍存在不足。安全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往往比经济领域

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更为牢固和持久，特别是当一国面临某种安全威胁时，安全和政治

考虑会显著优先于经济诉求。中国在和这类国家进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时，

如果不能消除它们对竞争性大国反对和破坏“一带一路”的担忧，特别是当这种合作

可能导致它们遭受其他大国的政治惩罚和安全恐吓时，那么“一带一路”的相关合作

和后期维护就会面临很多隐患和挑战。

在政治领域，如何通过提高和利用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

中国海外利益、推进国家长期发展布局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在中国资本“走出去”和

“经略周边”的时期，如果不重视积累和运用对他国的政治影响，很可能会阻碍中国周

边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中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面对传统的安全

冲突，其国内还存在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犯罪猖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缺少在当地的政

治影响力就很难有效保护和推进中国的既有利益和战略经济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大

国阻碍等因素，中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往往会导致其对华政策

的较大变化，给“一带一路”的长期建设带来不确定性。如果对这些国家的政局和决

策集团缺少政治影响能力，中国未来周边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都将存在较大隐患。

过于倚重经济手段会使中国经济出现“透支”的风险，应当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加大配

合力度，使战略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实现相互促进和优化，这样更有助于实现“一带

一路”的短期和远景目标。

( 截稿: 2019 年 3 月 编辑: 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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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higher stage of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s an entitative competition pattern，

organization's competition is more complex and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n the previous patterns． It is an advanced stage of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s the most abstract pattern，international order's competition is also the

highest form and final purpose of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Countries always compete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ir favor． This article aims at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hese four patterns of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nd providing

a sufficient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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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of BＲI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eco-

nomic aims and strategic goals in the current pha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rising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S．，in-

cluding the trend of this relationship． By assessing the limits and development points of

BＲI as well as the paradigms，models， contents，area exten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it argues that currently China ha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conomic rising，

and its vulnerabilities include its dependence on world economy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S． and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U．S． constant preventive pressure．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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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factors，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its tendency are exhib-

iting zero-sum game characteristics．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currently competition be-

tween China and the U．S． does not focus on the struggling on world leadership． The

present critical danger of China is how to avoid the trap of economic pressure built by

the U．S． preventive constraint measures which aim at slowing down or even sabotag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ccumulation of China． China needs to refrain from the

miscalculation that China' development still relies on the U．S． support and its support

would last． China needs more self-confidence on it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at

least needs to prepare for the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and US． Meanwhile，China

also needs to notice the misleading trend of sacrificing China's own development

chances and even crucial interests to defuse the structur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se

two world giants． Last but not least，China also need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try to

formulate its own parallel regional cooperation system，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plan of

world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for such ambition would inevitably mak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completely trapped in a zero-sum game． Based on these assess-

ments，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currently BＲI should keep its nature as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serve the aim of maintain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required

by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the U． S．

world economy order and focus on building its independent and sound regional cooper-

ation structure so as to find an alternative plan for China's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

China should reduce constant relying on the U．S． dominant system and meanwhile re-

sist the ambition to topple down current world economy order． BＲI should concentrate

more on this long-term development approach by phased，directed and sufficient re-

sources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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